




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 :“汉五年 ,复立无渚为闽越王 ,王闽中故地 ,都东治 。”东冶即今福州 ,这
已为考古界普遍认同①。故汉初闽江下游为闽地的政治中心无疑 。
闽越国除后 ,情况有没有改变呢? 汉武帝“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,东越遂虚 。”
②
但
由于福建山多路阻 ,东越并没有“遂虚” ,尚有一部分闽越人藏在山中 ,《宋书·州郡志》便云:“建
安太守本闽越 ,汉武帝世 ,东越反 ,徙其民于江淮间 ,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 ,自立为冶县 。”据考
证 ,冶县设置的时间在西汉孝昭始元二年 ,即公年前 85年 ,后属会稽郡。③东汉时 ,会稽郡增设
东部都尉 ,初设在冶县 ,后移驻章安 ,尚留一员侯官镇守 。永和 6年(公元 141年),又在冶县增
设南部都尉直到建安 8年(公元 196年)贺齐移南部都尉到建安为止 。
可见 ,整个汉代福州始终是闽地的行政中心 ,为行政治所所在地。但是 ,为什么汉代治所
一直在福州而非闽北呢? 这和福州当时的历史 、人文背景有关。
闽越国灭后 ,汉中央政权并未对闽地实行有效的统治 ,在闽地的人文主体仍是闽越人 。此
时墓葬的文化内涵便揭示了这种现象。据研究 ,反映闽越国灭后闽地历史文化面貌的考古学
文化为凤林山类型文化 ,其表现为: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;随葬品见陶罐 、瓮 、匏壶 、灶 、仓 、耳





由于闽地的人文主体并没改变 ,福州作为闽越传统文化的中心 , ⑤仍成为他们的聚居之
所 ,故后来“自立为冶县” 。东汉时期政府“留一侯官以镇守冶县” ,从这里也可看出福州在当时
仍是闽越人的老巢 ,为防止叛乱 ,中央政府不得不设一侯官 ,因为镇住了其中心腹地 ,整个闽地
的闽越族便易控制 ,因此出于这种目的 ,汉代的治所便一直在福州。
然而 ,政治中心地并不代表其经济发展的相应地位 。先秦时期 ,闽地土著文化是以不发达
的停留在石器时代水平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 ,在这种基础上 ,福州地区由于悠久的开发历史和
优越的生态环境才确立了其闽地人文 、经济两个中心的地位 。但是 ,秦汉时期 ,楚汉文化的大








工具类 ,有锸 、锄 、镢 、犁 、镰 、耙和斧等;还有武器类 ,如剑 、矛 、刀等;少量釜 、勺 、叉和铺首等生
活用具和杂器。这些铁器表明 ,约在战国晚期始 ,在楚 、秦 、汉先进文化的推动下 ,闽北不但跨
入了早期铁器文化阶段 ,而且这一新的生产力已经在当地的农业 、军事 、手工和日常生活等许
多领域中得以利用 ,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基础 。而当时铁器在闽江下游则很少发现 。
铁器时代首先带动的是闽北的农业经济 ,当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使用了与楚汉地区
毫无差别的铁农具 ,如平时翻地的铁锸 、耕地下种的铁镢 、收割的铁镰等 ,在崇安汉城 ,出土了








究。东汉末建安元年(公元 196年),侯官长商升为会稽太守王朗起兵 。⑦根据汉代官制 ,万户
以上称令 ,万户以下称长 ,可见冶县人口汉末时还未过万户 。笔者认为当时冶县的辖地表面是
整个闽地 ,但实际上仅为闽江下游一带 ,其人口也是以这一带的居民为主。这从下面的文献便
可进一步证实。
建安五年(公元 200年),侯官平 ,建安 、汉兴 、南平复乱 。建安八年(公元 203年),孙吴将
贺齐进兵建安。反吴势力洪明 、洪进 、苑御 、吴免 、华当五人 ,率各万户 ,连屯汉兴 ,吴五六千户
别屯大洋 ,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 。
⑧
从数字中我们可知 ,闽北仅军队便超过 6万户 ,而前文考证
冶县不足万户 ,显然冶县的范围实际上仅闽江下游一带 ,闽北是当时人口集中地 。
从上可见 ,闽北取代下游闽地经济的龙头 ,是建立在汉文化技术入侵的基础上的 。闽北由
于毗邻浙赣等先进地区而得到优先发展 。
二
汉末三国 ,中原丧乱 ,随着大量的汉人入闽 、孙吴政权对闽地土著的多次用兵 ,闽地的人文
主体发生了转变 ,闽越文化已融入汉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。郡县的设置不再是出于“镇守闽
越”的目的 ,而是加大对编户的管理上 ,人口的控制便成为关键 ,郡县治所一般设在人口多 、经
济发达的地区 。闽北由于大量的汉人入居 ,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 ,继续保持闽地经济的龙
头 ,治所也多设在了闽北 ,从而成为闽地政治 、经济的中心区域。
建安八年(公元 203年),贺齐移南部都尉于建安 ,标志着闽北成为闽地行政中心的开始 。
建安十年(公元 205年),贺齐在今建阳新立建平县 。⑨永安三年(公元 260年)立建安郡 ,  10其郡
治在建安 。孙吴时期建安郡所属有侯官 、建安 、南平 、汉兴和建平五县 ,而有四县在闽北 ,这充
分说明闽北人口占据了闽地的大部分。西晋时期 ,太康三年(公元 282年),分建安郡为建安 、
晋安两晋 ,  1建安郡辖地均在闽北 ,有建兴 ,吴兴 、东平 、建阳 、邵武 、将乐 、延平七县 ,后增设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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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县;晋安郡管辖有侯官 、原丰 、温麻 、晋安 、同安 、新罗 、宛平 、罗江八县。这种设置一直维持到
东晋 。从数字上看 ,两郡所辖县数据虽相同 ,但是闽江下游一带其实仅侯官 、温麻 、原丰和罗江
四县 ,闽北的郡县数实际上占全省的半数以上 ,从而说明两晋时期闽北为全省人口的主要聚居
地。这现象与大量北方汉人入居闽北关系十分密切 ,文献其实讲得十分清楚 , “晋永嘉末 ,中原
丧乱 ,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 ,建为闽上游 ,大率流寓者居之。” 12作为北方汉人入闽的要道 ,闽
北的位置显然要比闽江下游优越 ,况且闽北也有较优越的自然环境 ,如众多可供开垦的河谷盆
地:建瓯盆地 、建阳盆地 、浦城盆地 、崇安盆地等 ,入闽的汉人大多居住在这些盆地上 ,据《太平
寰宇记·邵武军》记载 ,三国孙吴统治时 ,孙策在江东检括男子为兵 ,不愿被检入伍的邻郡户口
纷纷逃到福建邵武一带 ,在那里建起了长乐和将检两个村庄 。
当然 ,闽江下游此时也得到快速的发展。三国时 ,孙吴立国江东 ,为发展国防和海运于东










类 ,把长度在 6米以上或随葬有金银器等贵重物品的分为 A 类 ,其余的皆为 B类 ,B类墓葬长
度均在 3—4米左右 ,随葬品较少 ,无贵重物品 。显然这两类代表着不同的阶层 ,A类当为贵族
墓 ,属社会上层阶层 ,B类为一般地主或平民的墓。 13通过对A 类墓分布的研究发现 ,两晋时期







反 ,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,因此到了南朝时期 ,北来的汉人便不断移居闽江下游 ,下游最终取代
上游重新成为福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区域。
南朝初期 ,闽地郡县设置未作变动;晚期 ,闽地分三郡 ,在闽南 , “梁天监中置南安郡” , “以
晋安县为南安郡” , “始置龙溪县”而属之 14。南安郡的设立 ,说明闽南地区人口已有较大的增
长。这与东晋时期南北对峙大批汉人南下有关。据《太平御览·十道志》载:“泉州清源郡 ,秦汉
土地 ,与长乐同 。东晋南渡 ,衣冠士族 ,多萃其他 ,以求安堵。”由于地理位置关系 ,北方汉人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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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经过闽江下游才可到达晋江两岸 ,闽南的开发从侧面说明了闽江下游的开发程度。至侯景
之乱 ,入闽人员更多 ,《陈书·陈宝应传》载:“是时 ,东境饥谨 ,会稽尤甚 ,死者十七八 ,平民男女
并皆自荬 ,而晋安独丰沃 。宝应自海道寇临安 ,永嘉及会稽 、余姚 ,又载米粟与之贸易 ,多致玉
帛子女 ,其有能致舟乘者 ,亦并奔归之。”可见逃奔人员便多在闽江下游一带 ,其人员之多 ,以致
陈朝为此下诏书 , “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 、晋安 、义安郡者 ,并许还本土 ,其被掠为奴婢者 ,
释为良民” 。 15




2)水利的兴修 ,晋安郡初立时 ,“凿东西二湖 ,周回各二十里 ,引东北诸山溪水注于东湖 ,引西北
诸山溪水注于西湖 ,二湖与闽海潮汐通 ,所溉田不可数” 。 17在长乐开凿了严湖。这些水利的建
设 ,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。3)农业生产技术及产量的提高 ,主要是对水稻等粮食作物的
种植栽培上 , 《南齐书·王秀之传》记王秀之“出为晋安太守 ,至郡期年 ,谓人曰:̀此邦丰壤 ,禄俸
常供' ” , 《陈书·陈宝应传》有“而晋安独丰沃” ,便反映了当时福州一带粮食生产已有很大发展 ,
粮食产品较为丰富。
由于闽江下游人口的大量集中及经济的发展 ,至陈永定年间 ,设闽州下属三郡 ,州治便在
福州 ,  18这是闽地自成一州的开始 ,也标志着下游闽地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的重新确立。
下游作为福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在南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有所反映 。据笔者研究 ,  19此时
的墓葬大多分布在闽江下游和晋江沿岸 ,代表贵族墓的 A类墓数量也略超过闽北。




朝时期 ,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入居 ,加上东南沿海优越的生存环境 ,从而为闽江下游重新成为
闽地政治 、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。
注释:
①王培伦等主编:《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选》 , 海风出版社 , 1999 年。
②《史记》卷 114《东越列传》。
③朱维干:《福建史稿》上册第 52—第 64 页 ,福建教育出版社 , 1984 年。
④⑤吴春明等:《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》第 105—108 页 ,厦门大学出版社 , 1998 年。
⑥杨琮:《武夷山闽越国故城出土的铁器研究》 , 《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》 , 福建教育出版社 , 1993年。
⑦⑧⑨《三国志》卷 60《贺齐传》 。
 10《三国志》卷 48《孙休传》 。
 1《晋书》卷 15《地理志下》 。




 16唐文基主编:《福建古代经济史》第 89 页 ,福建教育出版社 , 1995 年。
 17 18 19王应山:《闽都记》卷 15。
作者吴小平:厦门大学历史系;邮编:36100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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